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内技术溢出与碳排放强度
——基于不同耗能产业组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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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高能源利用技术是实现我国碳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可忽视。以1999—2012年我国3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FDI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直接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并划分高耗能产业组和低耗能产业组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高耗能产业组下降幅度较为显著；FDI对碳排放强度降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低耗能产业组相比，高耗能产业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在技术溢出路径上，FDI主要是通过降低工业行业能源强度从而对碳排放强度发挥作用，但能源结构这一渠道效果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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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也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中国已于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这无疑给我国碳减排增加了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1－2]。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在全球保护气候的长期目标下，碳排放空间将成为比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其他自然资源更为紧缺的生产要素[3]。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碳排放强度是指当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可以反映一国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虽然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大量能源消费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但如果能够寻找到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脱钩的科学发展模式，我国政府承诺的碳减排目标就可以顺利完成。在各类可行的实施路径中，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技术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作为当今世界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技术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是技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来，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指导下，我国吸引了大量的FDI，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已经得到普遍证实，有可能成为我国能源利用技术的潜在推动力。一方面，FDI往往来自发达国家，其本身拥有的环保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FDI的进入会直接促使所在产业环保平均水平提高；另一方面，FDI可以通过人员流动、示范与竞争、模仿等途径在产业内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国内企业环境保护技术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因此，在研究我国碳排放强度问题时，不能忽视FDI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
本文拟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问题。由于碳排放主要是由化石能源消费引起的，而我国70%以上能源消费都集中在工业生产领域[4]，因此本文选择我国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高耗能产业组和低耗能产业组，沿着“FDI——产业内技术溢出——碳排放强度降低”这一分析范式展开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工业行业合理利用FDI、推进节能减排提供政策借鉴。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许多学者致力于FDI和碳减排领域的研究，且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均相当丰富，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只在近些年才出现。国外方面关于FDI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1）消极影响。Smarzynska& Wei [5]对24个欧洲国家的研究表明FDI造成东道国碳排放增加；Khalil& Inam [6]、Jorgenson[7]等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Perkins& Neumayer [8]进一步指出，FDI对东道国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跨国公司在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时，由于竞争压力的加剧不得不选择成本最小化战略，进而会降低在东道国现代化厂房、设备等方面的投资。（2）积极影响。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污染晕轮效应”展开的[9]。该假说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不仅可以为其带来先进技术和机遇，而且可以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在东道国进行推广，使得东道国的企业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促进其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效率的提高。Talukdar & Meisner[10]对44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证实FDI的进入降低了东道国的碳排放量；Perkins & Neumayer [11]运用77个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发现FDI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东道国的碳排放效率。
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学者们主要是围绕两个层面展开的：（1）检验FDI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者碳排放强度是否存在影响。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FDI对我国碳减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宋德勇和易艳春[12]利用我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FDI促进我国碳排放下降；李晓钟和刘振宇[13]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类产业碳排放均有负效应。也有学者发现FDI恶化了我国碳排放问题，如牛海霞和胡佳雨[14]实证研究得出FDI 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正相关；代迪尔和李子豪[15]利用我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从FDI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管制效应4个维度考察了碳排放的综合影响，结果显示FDI 在总体上对我国工业碳减排存在负面的影响；周凯[16]实证分析了浙江省FDI规模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当滞后期为1—3期时浙江省的FDI变化是碳排放变化的原因。此外，也有研究认为FDI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如刘华军和闫庆悦[17]分别利用1952—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和1995—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FDI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杨立国和刘宇娜[18]研究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FDI均不是碳排放强度的Granger原因。（2）基于碳排放效率提升的角度检验FDI在我国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这一层面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如姚奕和倪勤[19]利用我国各省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FDI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能降低碳强度，而技术溢出效应是降低碳强度的关键；毕克新和杨朝均[20]针对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FDI溢出效应对我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水平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均对我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产生了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于FDI与碳减排问题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思考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主要从地区层面和全体工业行业层面展开的，很少有学者考虑不同类型工业行业的异质性问题。本文根据FDI和碳排放的属性，将工业行业划分为高耗能产业组和低耗能产业组，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检验FDI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直接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
3   计量模型构建
最早用来分析环境变化影响因素的IPAT模型是由Enrlich和Holdren[21]提出的，但其设定形式较为简单，模型在各影响因素的线性化和系数的单一化方面存在局限，而以随机模型形式表示的IPAT模型即STIRPAT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因此得到了广泛地运用[22－23]。STIRPAT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image: image1.wmf]3

12

a

aa

IPATe

a

=

                        （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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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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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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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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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富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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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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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型误差项。
本文借鉴STIRPAT模型的主要思想，根据我国工业行业FDI特征以及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特殊性，构建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模型。
（1）环境压力。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被解释变量环境压力主要指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
    （2）人口规模。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如再将人口规模作为解释变量，其经济意义相对来说较小，而产业投资规模无疑是影响产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之一[24]，因此用工业行业投资规模替换人口规模这一变量。

（3）富裕程度。碳排放强度是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量的比值，虽然已经包含产业经济发展状况即富裕程度的信息，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一般环境污染物排放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的关系，且由于二氧化碳的特殊性，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刻画工业行业经济发展状况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将工业行业经济增长水平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纳入到模型中。
（4）技术水平。根据已有研究，能源利用技术是影响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关键技术因素，可以从工业行业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考察。
（5）FDI及其产业内技术溢出。一方面，FDI作为我国工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产业的资本积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根据上文分析，工业行业投资规模将会直接影响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FDI通过产业内技术溢出会相应地提高工业行业的能源利用技术，进而影响碳排放强度。考虑到FDI对能源利用技术影响的时滞性，因此本文将FDI变量及其滞后一期与能源技术变量的交叉项纳入到模型中，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由于我国工业行业FDI比重以及碳排放强度等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以及时序波动等特征，传统的多元回归模型和经典的时间序列模型难以克服模拟与估计时出现的偏差，必然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和信息的全面性。本文拟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通过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的程度进行估计，即以中国37个工业行业为横截面单元，以1999—2012年为时间序列组成面板数据，以碳排放强度为被解释变量，将FDI及其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产业投资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等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模型中。综上所述，本文实证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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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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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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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业行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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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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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工业产值和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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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组待估参数，
[image: image18.wmf]i

u

为反映各工业行业个体固体效应的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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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误差项。
4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4.1  数据来源

由于部分工业行业在样本期间进行过调整或者数据缺失，本文将“其他采矿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行业剔出，因此研究样本包含37个行业。数据主要来自1999—2012年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资讯行数据库等。
4.2  不同耗能产业的界定

从一般意义上讲，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企业和年耗能达到5 000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通常被认定为高耗能企业[24]。本文将高耗能产业定义为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容易产生二氧化碳的能源需求量较大的产业，并以1999—2012年工业行业能源强度（即该行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耗总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的中位数作为分界线，将所有工业行业分为高耗能产业组（18个行业）和低耗能产业组（19个行业）,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工业行业按能耗强度分组                             吨标准煤/万元

	高耗能产业组
	低耗能产业组

	行业名称
	能源强度
	行业名称
	能源强度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485
	饮料制造业
	0.13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03
	纺织业
	0.11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978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9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852
	医药制造业
	0.09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714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66

	非金属矿采选业
	0.683
	金属制品业
	0.06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593
	塑料制品业       
	0.05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34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53

	造纸及纸制品业 
	0.307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047

	化学纤维制造业
	0.274
	通用设备制造业
	0.046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240
	家具制造业  
	0.04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201
	烟草制品业
	0.043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19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3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194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035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190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0.031

	食品制造业  
	0.15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029

	橡胶制品业
	0.14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21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13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02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011


4.3  变量说明

（1）碳排放强度。采用工业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其中，除了2004年工业总产值的数据是从《广东工业统计年鉴》（2005）得到外，其余各年份的数据均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并利用各年各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折算成1998年不变价。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在现有统计年鉴中并未直接公布，本文采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对其进行估算。该方法依据扩展的Kaya恒等式，估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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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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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行业CO2排放总量；
[image: image22.wmf]i

R

代表各行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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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能源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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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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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参考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03年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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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行业的能源消费总量。

图1表示1999—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总体以及高耗能与低耗能产业组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样本期内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有了大幅度下降，从1999年的0.342吨碳/亿元下降到2012年的0.084吨碳/亿元。在这一轮的下降过程中，高耗能产业组d 碳排放强度大幅度下降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样本初期的0.606吨碳/亿元下降到末期的0.143吨碳/亿元，这说明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已经初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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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9—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化
（2）FDI参与程度。本文所指的FDI，不仅包括外国直接投资，还包括港澳台地区在我国大陆的投资。FDI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是多渠道、多维度的，因此用单一指标来衡量FDI参与程度并不能全面反映行业利用外资的情况。本文选择FDI企业资产占行业资产的比重、FDI企业从业人员占行业从业人员比重以及FDI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行业工业总产值比重3个代表性指标衡量FDI参与程度，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将其合成为一个指标。除了1999年和2000年的FDI企业从业人员的数据是通过工业增加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计算得到，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图2表示1999—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总体以及高耗能产业组与低耗能产业组的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样本期内，我国工业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左右，仅在2003年由于结构性失衡进行的宏观调控、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以及2010年以来由于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低迷等因素引发的下降以外，其余年份一直比较平稳。从行业分组情况来看，低耗能产业组的FDI比重远远高于高耗能产业组，但是其受到外部冲击产生的波动也较大，低耗能产业组的FDI比重最高达到39.81%，最低仅为31.25%，而高耗能产业组的FDI比重一直在15.39%～19.33%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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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9—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的变化 
（3）投资规模。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表示各工业行业投资规模，并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按1998年不变价进行平减。
（4）富裕程度。采用工业总产值表示各工业行业的发展状况，并利用各年各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折算成1998年不变价。

（5）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能源强度是指能源消费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其中能源消费量用工业行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合计数表示。能源结构表示各类能源消费的构成[26]。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碳减排技术，能源消费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一次能源中煤炭消费的比重，且两者的走势基本一致，因此采用各工业行业能源消费中煤炭消费的比重代替能源结构。

1999—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各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期内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样本
	行业/个
	期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碳排放强度

（吨碳/亿元）
	全
	37
	14
	0.174
	0.304
	1.658
	0.001

	
	高
	18
	14
	0.323
	0.327
	1.658
	0.015

	
	低
	19
	14
	0.036
	0.033
	0.189
	0.001

	FDI参与程度

/%
	全
	37
	14
	28.675
	20.347
	94.121
	0.174

	
	高
	18
	14
	18.367
	15.690
	44.269
	0.208

	
	低
	19
	14
	34.571
	23.074
	94.121
	0.174

	投资规模

/亿元
	全
	37
	14
	2 700.896
	4 481.411
	40 902.07
	98.281

	
	高
	18
	14
	3 657.748
	6 057.721
	40 902.07
	98.281

	
	低
	19
	14
	1 789.355
	1 648.901
	8 535.907
	105.576

	富裕程度

/亿元
	全
	37
	14
	7 854.530
	9 608.576
	46 594.815
	131.807

	
	高
	18
	14
	7 449.593
	9 743.674
	46 594.815
	131.807

	
	低
	19
	14
	8 238.221
	9 741.588
	46 397.486
	110.206

	能源强度

（吨标准煤/万元）
	全
	37
	14
	0.275
	0.404
	2.284
	0.002

	
	高
	18
	14
	0.508
	0.489
	2.284
	0.029

	
	低
	19
	14
	0.049
	0.051
	0.258
	0.002

	能源结构

/%
	全
	37
	14
	61.498
	26.325
	95.997
	3.541

	
	高
	18
	14
	65.681
	28.987
	95.997
	3.541

	
	低
	19
	14
	58.369
	19.358
	91.316
	15.483


注：“全”代表全部工业行业样本；“高”代表高耗能产业组样本；“低”代表低耗能产业组样本
5    实证研究结果

由于面板数据具有两维性，如果模型设定不正确或者估计方法不当，容易造成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协方差分析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分别拒绝常截距和随机效应的零假设，因此支持建立包含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effect Model)。此外，方程（2）中部分解释变量是内生变量，本文在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时采用相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实现对内生变量的控制。具体的估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面板模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变量
	全部工业行业
	高耗能产业组
	低耗能产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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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 2*
（-6.047）
	-0.009 *
（-5.932）
	-0.000 6*
（-6.833）

	
[image: image28.wmf],,1

*

itit

nyqdfdi

-


	-0.018 *
（-9.377）
	-0.484 *
（-5.874）
	-0.017 *
（-8.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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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 E-07
（0.324）
	4.07E-06* *
（2.147）
	-6.32 E-07* *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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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7 *
（-4.867）
	-0.053 4
（-0.893）
	-0.023 ***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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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 4*
（4.563）
	-0.001 7
（-0.462）
	0.000 5** *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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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
（0.858）
	0.108 *
（3.757）
	0.026 *
（4.364）

	常数项
	0.036
（0.305）
	0.087

（0.489）
	-0.061 **
（-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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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7
	0.946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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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18
	97.612
	112.784

	观测数
	518
	252
	266


注：1）系数下括号里的数值是t统计值；2）*、**、***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1%、5%、10%的t检验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全部工业行业、高耗能产业组还是低耗能产业组，FDI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FDI对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即FDI的进入有助于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这一研究结果显然不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工业行业的FDI主要集中在低耗能产业，其比重远远超过高耗能产业，从表面特征来看，这已经与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污染避难所”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往往更注重环境保护，其母公司在能源利用技术研发和污染物洁净处理方面的投入比重较大，在环保“习惯”的作用下，这些技术不会因为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轻易被放弃或者改变，相反，FDI的进入可以通过人员流动、示范与竞争、模仿等途径在行业内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国内同行业企业学习，进而降低行业整体碳排放强度。此外，从系数的大小来看，高耗能产业组的系数绝对值最大，高耗能产业组FDI的比重每提高1%，碳排放强度将会降低0.009吨碳/亿元，说明高耗能产业的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更为突出，即高耗能产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大于低耗能产业。这可能是由于高耗能产业大多数是资源型行业和重化工业，长期以来垄断优势较为明显，市场压力较小，其引进和利用新节能减排技术的积极性相对较低；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高耗能产业的FDI比重也较低，FDI的技术溢出渠道不畅通，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提升有限。但近些年来，高耗能产业被列入国家环保监控的重点行业，所面临的节能减排压力越来越大，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快速推进也使得高能耗产业引进了大量的FDI，FDI通过产业内技术溢出较为显著地提升了高耗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关于FDI对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作用途径，需要重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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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变量前的系数。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全部工业行业样本还是高耗能产业和低耗能产业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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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分别为-0.018、-0.484和-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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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虽然在分产业组的样本中显著，但系数均较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结果表明，FDI主要是依靠改变能源强度进而降低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的，而对我国工业行业能源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本文认为合理的解释是，FDI企业拥有较强的能源利用技术，在进入我国工业行业之后可以产生很好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这会促使国内同行业企业加快引进和研发更为节能减排的机器设备的步伐，从而产生良好的效果，降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但是，由于我国特有的能源资源禀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即使各级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但是新能源的大规模利用还需要在技术以及硬件设备上加以配合，FDI企业的进入只能在新能源利用理念的层面上产生溢出效应，对节能减排的实质影响还有待时日。此外，相对低耗能产业组而言，高耗能产业组的FDI通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而影响碳排放强度的效应更大，两产业组的FDI比重每提高1%，便分别会通过影响能源强度使得碳排放强度降低0.484吨碳/亿元和0.017吨碳/亿元，这可能是由于高耗能产业本身能源强度较大，在成本竞争和社会责任的作用下，FDI进入对同行业其他企业能源消费的影响也会较大，进而能够产生很好的溢出效应；而低耗能产业组本身能耗水平较低，FDI企业的进入更多的是在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方面产生溢出效应，效果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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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系数显示，高耗能产业的工业总产值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为负，但是不显著；低耗能产业和整体工业行业的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一次项的符号均为负，二次项的符号均为正。这说明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与工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呈现“U”型特征，即工业碳排放强度随着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先下降后上升，而且底部特征明显。由于碳排放强度是已经包含工业总产值信息的相对数，所以这一研究结论与Bruyn& Opschoor [27]所提出的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重组假说”基本一致。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1）从短期来看，由于国家在碳减排方面的努力、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内外能源价格的上涨会导致碳排放强度的下降。（2）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周期的波动会使得环境规制政策出现松动，如在遭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政府采取4万亿元的投资拉动，而这一期间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明显减缓。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因此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出现矛盾时，决策部门显然更愿意选择“保增长”目标。（3）在地方政府“锦标赛竞争”的推动下，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工业部门往往会出现产能扩张的冲动，而这些投资大多数比较盲目，即过分追求经济绩效而忽视了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环境污染群体事件时有发生，这也是导致碳排放强度增长速度超过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空间也非无限制的，其可能存在技术或经济上的“天花板”，一旦这个上限出现，碳排放与工业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便会停止，此时必须有能源利用技术突破或者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才能使得情况好转。

虽然从行业整体来看投资规模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分产业组的估计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耗能产业组和低耗能产业组的系数分别为0.108和0.026，即投资规模增加1%时，两个产业组的碳排放强度分别会提高0.108吨碳/亿元和0.026吨碳/亿元。这表明我国工业行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的投资仍然停留在粗放型增长的水平上，企业在进行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时并未将节能减排放在首位，保持规模和产出稳步增长依然是首要任务。实际上，目前国内市场上已经出现许多节能环保的新技术和新材料，但是，一方面可能由于供求信息不对称，很多企业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不能获得相关市场信息，导致企业未能作出最优选择；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这些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价格相对较高，而政府和市场对于企业在减排和环保方面的奖惩力度并不直接或者相对较小，使得部分企业在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平衡时主动放弃了“减排”目标。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我国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因此合理利用外资、加快节能减排将是我国未来科学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之一。本文以1999—2012年我国3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直接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并划分高耗能产业组和低耗能产业组进行比较研究。主要研究结论有：（1）样本期内，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从1999年的0.342吨碳/亿元下降到2012年的0.084吨碳/亿元，其中，高耗能产业组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贡献显著。（2）样本期内，我国工业行业FDI的比重总体比较稳定，低耗能产业组的FDI比重较高且各年波动相对较大。无论是工业行业全样本还是分产业组样本，FDI均对碳排放强度降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证结果并不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3）与低耗能产业组相比，高耗能产业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4）在技术溢出路径上，FDI主要是通过降低工业行业能源强度从而对碳排放强度发挥作用，但能源结构这一渠道相对较弱。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FDI技术溢出效应、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建立FDI进入的技术和环境标准体系。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人心，地方政府应摈弃传统的不加区分的外资引入模式，强化择优意识，将技术是否先进可行、对环境是否有害、是否有利于碳减排等作为评价FDI优劣的重要标准，结合产业发展政策制定可操作的指标体系，避免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外资流入。（2）引导FDI流向低碳、节能和环保等产业。欧美发达国家在低碳产业发展上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经验，而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应鼓励FDI投资于节能减排、防污治污等产品和设备的生产，对有助于碳减排技术进步的投资项目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3）畅通FDI的技术溢出渠道。政府部门应积极清理外资进入垄断性行业的限制性条件，减少不合理的市场壁垒，规范FDI对某些支柱产业的合资、并购行为；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外企设立研发中心或与国内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合作研发，发挥人员培训效应、示范模仿效应、前后向联系效应和竞争效应，带动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形成“引进——吸收——自创”的良性循环。（4）加快工业行业结构调整步伐。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由于产业结构“刚性”和能源资源赋存及调入等条件约束，结构调整发挥明显作用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短期内应从加强高耗能产业资源整合入手，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以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实现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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